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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慰安妇”问题与东亚地区的“历史和解”
*

———透视朴裕河《帝国的慰安妇》一书之论争

朱忆天 王寅申

内容提要 在《帝国的慰安妇》一书中，朴裕河打造出新的朝鲜“慰安妇”群像: 她们

既是被害者，又与日军士兵保持着“同志”关系，是“帝国”统治体系中具有“爱国志向”的

对日“协力者”。此外，朴裕河挑战“慰安妇”历史叙事之中被视为不容置疑的公共记忆，

全力解构朝鲜“慰安妇”=“纯洁少女”的叙事框架，进而批判韩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。
朴裕河试图超越“帝国”和冷战的负面遗产，摸索东亚地区“历史和解”的可能性，但在这

种貌似客观公正的背后，时时浮现出其与日本右翼思想的精神连带，从而在“慰安妇”问

题上引发了更为激烈的论争，这既折射出其理论整合性的严重缺失，也削弱了东亚地区

“历史和解”的基础。
关键词 慰安妇 朴裕河 历史和解 上野千鹤子 民族主义

韩国学者朴裕河的《帝国的慰安妇》一书，分别于 2013 年和 2014 年推出韩文、日文版，后又在

台湾出版了中文繁体字版。① 该书全面聚焦 20 多年来“慰安妇”问题研究中的各种视角，挑战朝鲜

“慰安妇”历史叙事之中被视为不容置疑的公共记忆。特别是，朴裕河来自日军“慰安妇”最大受害

国之一的韩国阵营，在韩日《“慰安妇”问题协议》从约定到撕毁再到纷争的过程中，此书因这一独

特背景而更引人关注，引发了极为强烈的社会反响。
2014 年 6 月，韩国 9 名原日军“慰安妇”以涉嫌侵犯名誉( 民事侵权) 及诽谤罪( 刑事犯罪) 起

诉朴裕河，控告《帝国的慰安妇》一书有 50 多处表述侵犯了“慰安妇”制度受害者的名誉，要求禁止

出版、销售及宣传此书，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失。2015 年 11 月 19 日，韩国首尔东部检察厅认定

《帝国的慰安妇》一书损害了不幸沦为“慰安妇”的韩国女性的名誉，正式起诉朴裕河。11 月 26
日，以日本女性主义研究者上野千鹤子为代表的 54 名日美学者发表《针对起诉朴裕河的抗议声

明》，高度赞誉朴裕河全面捕捉“慰安妇”问题的复杂性及深层背景，依托多样性的视角，解构了原

851

*
①

本文系 2013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“慰安妇制度源流史研究”( 13BSS020) 的研究成果。
『 － 』、 、2013 年; 朴裕河『帝国の慰安婦: 植民地支配と記憶の闘い』、朝日

新聞出版、2014 年; 朴裕河著，刘夏如译:《帝国的慰安妇: 殖民统治与记忆政治》，台北，玉山社 2017 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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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在这一领域的一边倒看法，努力摸索真正解决问题的可能性。① 2016 年 1 月，首尔东部地方法院

宣布原告民事诉讼胜诉，法庭认定朴裕河在书中以“虚假”“歪曲”的内容损害了这些女性的名誉，

裁定被告赔偿原告每人 1000 万韩元。之后法院就其刑事诉讼展开调查，2017 年 1 月，判定朴裕河

的“学术自由”应受保护，并判其无罪。法庭强调，朴裕河的《帝国的慰安妇》一书，最终应该交由学

术界和韩国民众进行评判。
朴裕河 1957 年出生于韩国首尔，高中毕业后前往日本，就读于庆应大学文学部国文学科，之后

在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主攻日本文学，并取得博士学位，有着长期、丰富的留日经验，回国后出任韩

国世宗大学日本语言文学系教授。代表作品还有《超越反日的民族主义———解读韩国人的反日感

情》《追求历史的和解: 教科书、慰安妇、靖国与独岛问题》等。②

朴裕河对“慰安妇”问题关注已久。早在《追求历史的和解》一书中，她就专列研究单元，聚焦

“慰安妇”问题，她这样指出: 第一，“慰安妇”问题，本质上不仅仅是“民族”问题，也是一个关涉

“性”和“阶级”的问题，在为国家和男性奉献的“大义名分”之下，许多贫困家庭出身的女性，最终

不得不沦为“慰安妇”; 第二，绝大多数韩国媒体立足于反日民族主义的视角，这必然导致忽略或刻

意掩盖朝鲜半岛家父长制构造之下女性的“性”问题。而事实上，在朝鲜战争时期，韩国军队内部

也曾出现过设置经营“慰安所”的现象，20 世纪 70 年代韩国实施《卖淫禁止法》之后，美军基地周

边的卖淫行为依然盛行，这些与“慰安妇”相关的事实，在韩国国内均未有过透彻的讨论; 第三，战

后“慰安妇”问题被淹没在水面之下，“慰安妇”制度受害者被迫长期保持沉默，这背后隐藏着整个

社会对这些女性的偏见和歧视。③ 这些观点，在《帝国的慰安妇》一书中得以延续，并进一步深化、
系统化。

一、作为“帝国慰安妇”的朝鲜女性

在《帝国的慰安妇》一书中，朴裕河强调，要梳理“慰安妇”问题研究的思想脉络，首先需要明

确概念区分，追问并界定“慰安妇”究竟是指哪些人。在她看来，只有重新定位朝鲜“慰安妇”，才

有可能进一步梳理“帝国”的身体管理、民间人士理应承担责任等的历史脉络。朴裕河将被视为

“慰安妇”的女性分为三大类: 一是正式的“慰安妇”，也就是作为“国民动员”的一环，投身于“帝

国”事业的那些来自日本本土、朝鲜半岛及台湾地区的“帝国内的女性”; 二是在由日军“指定”并

“管理”卫生的民间卖淫设施( 包括在占领地及战场附近早就存在的设施) 中提供性“慰安”的女

性; 三是在战场上被抓获并成为被强奸对象的“敌国之女”。这里非常醒目的一点是，朴裕河将来

自朝鲜半岛和台湾地区的“慰安”女性，与来自日本本土的“慰安”女性相提并论，列为同一层次

的存在。在朴裕河看来，殖民地朝鲜半岛和台湾地区的“慰安妇”有其“特殊性”，正如《帝国的慰

安妇》一书的标题所示，她们均属于“帝国内的女性”，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接受了日本的战争动

员而成为“慰安妇”，她们在不同的场合，穿着日本的和服，挂着日本人的名牌，向日军将士提供性

“慰安”，承担着激励、支撑“帝国”将士的使命。从这一点来看，她们是替代日本人“慰安妇”的一

种重要存在，鉴于此，她们和中国、菲律宾、印尼等战场和占领地遭日军强暴的“敌国”之女有着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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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朴裕河氏の起訴に対する抗議声明」，http: / /www. ptkks. net，2016 年 5 月 10 日。
朴裕河著、安宇植訳『反日ナショナリズムを超えて———韓国人の反日感情を読み解く』、河出書房新社、2005 年; 朴裕河

著、佐藤久訳『和解のために———教科書·慰安婦·靖国·独島』、平凡社、2006 年。
朴裕河『和解のために———教科書·慰安婦·靖国·独島』、55—78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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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的区别。
有意识地区分日本本土、殖民地朝鲜半岛和台湾地区，以及被占领地区“敌国”的“慰安”女

性，强调其身份、地位等之差别，这一观察视角，在日本国内早已有之。早在九一八事变期间，日

军侵入哈尔滨，当时就出现了针对“慰安妇”的差别化动向: 日军中特权阶层的将校，独占来自日

本本土的艺娼妓; 较底层的兵士，以朝鲜“慰安”女性为对象; 满铁的派遣员工等，则以中国“慰

安”女性为目标; 而最低等级的杂务人员，因没有女性相伴作乐，只能在旅馆内借酒消愁。① 这表

明，在“慰安”服务方面，日本本土的艺娼妓处于这一金字塔的顶端，朝鲜半岛因已被日本“吞

并”，成为“帝国”附属之一部分，故其女性位列其次，中国等被占领地的“敌国”女性，则只能处于

最底层。
曾在中国和菲律宾等地服役的日军将校下津勇这样写道: “她们这些大和抚子②，迈向中国大

陆第一线，舍身奉献于皇军官兵。……不应该将她们鄙视为‘慰安妇’，这些女性中的绝大多数，

实际上和皇军官兵一样，是为国家而卓绝奉献的‘娘子军’。”③但就是这位下津勇，在菲律宾按照

上司指令设置“慰安所”时，又这样露骨地表示: “那些为生活所困、具有卖淫经验的( 菲律宾) 女

性，迅速踊跃前来应募”，这些“慰安所”只是“日本士兵的性欲处理机构”而已。④ 很显然，在下津

勇那里，日本本土“娘子军”和被占领地的“慰安”女性，虽然她们都提供“性”服务，但前者是作为

欲望发泄之对象，肩负着为皇军将士“奉献”的使命，是一种为“帝国”牺牲的大义所在; 而被占领

地女性则只是为了追求金钱利益而卖淫，是被临时征募的商业性存在，自然也难以获得人道上的

尊重。
在这种区分框架之下，“帝国”殖民统治范围内的朝鲜“慰安妇”，也赢得了明显的“特殊”地

位。二战期间，曾在拉孟( 现中国云南省龙陵县腊勐乡) 担任联队长的松井秀治，有过这样的叙述:

在拉孟被围、守备队几乎被全歼之时，这些来自朝鲜半岛的“慰安妇”，完全如同日本女性一般，她

们穿着日军士兵的衣服，积极拿起炊具做饭，精心护理伤员，可谓粉身碎骨，在所不惜。⑤ 松井秀治

的言外之意，拉孟的朝鲜女性，当初只是被视为来自异民族的“慰安妇”，是一种“他者”的存在，但

是，她们毕竟又是“帝国”所属之一员，在“大东亚圣战”中洗涤自身“罪恶”，超越金钱束缚，实现了

从“卖淫女”向“奉献者”的转变，升格为与“日本女性”并列的“爱国者”。
朴裕河显然沿袭了这一思路，但有所不同的是，松井秀治专门设置了一道门槛，也就是说，异民

族的“慰安妇”升华为“帝国”的“爱国者”，需要经历残酷的战争洗礼，而朴裕河则干脆省略了这一

环节，直接将朝鲜“慰安妇”与日军士兵并列。但是，处于殖民统治底层、孱弱无助的朝鲜“慰安

妇”，如何与残暴嗜血的日军士兵一起，纳入到“帝国”这架冰冷、邪恶的战争机器之中? 这是朴裕

河需要自圆其说的首要问题。朴裕河表明，她不排除朝鲜“慰安妇”在战争年代受“帝国”言论误

导、欺骗的可能性，也并未否认朝鲜“慰安妇”在战争期间遭受的巨大苦难，但她认为，战时的“国民

动员”，是以日本人为主要对象的，这些朝鲜女性不幸被卷入其中，是日本殖民统治造成的悲剧。
尽管如此，朴裕河按照自己对史料的解读，至少在其认识范围内，更强调的是，并无有力证据表明这

些朝鲜“慰安妇”受到“帝国”的强迫，也没有有力证据显示“慰安妇”系统由日军经营管理。日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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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枝折夫『満州異聞』、月刊満州社、1935 年、177 頁。
“大和抚子”一般是对日本女性清雅美态的赞誉，其主要特征是，在柔弱顺从的外表之下，有着不随俗流、勇敢坚毅的风

范，也曾是奔赴海外打工的日本卖淫女性的一种别名。参见『新修 隠語大辞典』( 皓星社、2017 年) 「大和撫子」条目。
下津勇『泥濘と黄塵 我が戦争体験記』、経済政潮社出版局、1978 年、132 頁。
下津勇『泥濘と黄塵 我が戦争体験記』、292 頁。
松井秀治『ビルマ従軍 波乱回顧』、興竜会総部、1957 年、186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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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政府并未下令强征过朝鲜“慰安妇”，即便有，也都只是个案特例而已。朴裕河公开表示，她采

访过的许多朝鲜“慰安妇”，都是由朝鲜妓院经营者招募的，“慰安妇”征募过程中出现的欺诈和诱

拐等行为，责任主要应归咎于朝鲜中介业者。一言以蔽之，日军及其政府最多也只是制造了大量
“性”的需求，很难上升到追究其法律责任的层面。

朴裕河有选择地提取朝鲜“慰安妇”的碎片式证言: 朝鲜“慰安妇”与日本军人一同骑马、散步，

共聊故乡的话题，缓解他们的乡思乡愁，安抚他们的恐惧情绪，并给予他们最好的治疗，甚至有士兵

在临死前将钱财全部留给了“慰安妇”……与日军士兵的这种互爱互助的温馨场面，数十年后( 这

些“慰安妇”) 亦难以忘怀。基于以上证言，朴裕河断言: “朝鲜‘慰安妇’与日军士兵的关系构成，

是作为同为日本人的‘同志的关系’。”①换言之，日军的“加害性”特征被刻意掩盖，反而因这种“同

志”“伙伴”关系而充满人情味，依托同属“日本帝国之内”的这一属性，这些朝鲜女性已不再是
“性”的发泄口，而是“心甘情愿”投身战场的“协力者”。

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，日本右翼人士出于否认“慰安妇”制度的内在动机，刻意丑化“慰安妇”
的存在表象，将朝鲜“慰安妇”定格为一群不堪入目、放荡的卖淫女性: 她们不择手段，以纯情的日

军士兵为赚钱目标，对“帝国”毫无忠诚之心。与这种露骨的蔑视视角相比，朴裕河心目中的朝鲜
“慰安妇”形象，显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: 这些女性摆脱贫困和封建家父长制的束缚，从悲惨的境遇

中奋起，为寻求安身立命而投身于性“慰安”的工作之中，多多少少亦获得了相应的自由。她们摆

脱了传统卖淫女性的表象，树立起“更为自发地投身战争、积极为军队和国家效力的爱国女性新形

象”。② 由此，“慰安妇”这一传统视角下的“灰暗性”存在，首次沐浴于阳光之中，平添了一层乐观

向上的积极色彩。朴裕河明确指出: 这些朝鲜“慰安妇”所承担的使命，虽然不能完全否认“帝国”
强制性的成分，但她们确实完美地承担起精神“慰安”者的角色……比起娼妓，她们的笑容更为灿

烂，是承担着“慰安”使命的爱国女子的忠实笑颜。③

二、“纯洁少女”形象的解构

朴裕河拒绝将朝鲜“慰安妇”视为仅仅以卖淫为生的、肮脏的利己主义者，一扫笼罩在她们身

上灰暗、悲情、受害者的角色定位，肯定其“爱国志向”和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; 另一方面，朴裕河又

将批判的矛头指向“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”等韩国“慰安妇”运动团体，认为其刻意美化朝鲜
“慰安妇”，将之塑造成“纯洁少女”的形象，并以煽动性情绪操弄这些幸存者，由此披染上强烈的反

日民族主义色彩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。朴裕河认为，这也是“慰安妇”问题迟迟难以得到解决的一

大症结。
在韩国的儒学文化传统之中，“少女”具有特殊的文化含义，在她们的血液中，流淌着爱情、纯

洁、优异等近乎完美的因子，是孕育优秀国民和维系父权制稳定不可或缺的载体。朴裕河指出，韩

国“慰安妇”支援团体依托对“纯洁少女”形象的塑造，以“少女”的天真无邪反衬日本帝国主义的

肮脏与罪恶，以“少女”的不幸遭遇映射韩国悲惨而不屈的民族命运，这自然有其合乎逻辑的一面;

但她同时强调，“少女”型“慰安妇”的存在，只是少数的例外，绝非普遍的现象，与其说这是日本军

方的想法，还不如说反映了卖淫业经营者的真实意向。“‘慰安妇’的年龄不能一概而论，但从现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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朴裕河『帝国の慰安婦: 植民地支配と記憶の闘い』、92、83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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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言和资料推断，平均年龄应该在 20 岁以上。”①换言之，这种“纯洁少女”形象的打造，无论其动机

如何，并不符合基本的历史事实，“慰安妇”受害者中包括了相当多的成年女性，甚至包括一部分原

本就从事性交易的卖淫女性。
朴裕河对“纯洁少女”形象的批判，显然深受上野千鹤子的影响。上野千鹤子立足于她倡导的

“反思的妇女史( Ｒeflexive Women's History) ”视角，提出要从超越民族国家的女性人权角度来解读

“慰安妇”问题，必须确立女性主义超越民族主义的原则。② 她批判日本右翼中颇具代表性的“新

历史教科书编纂委员会”，认为其打着“恢复国民自尊心”的旗号，刻意编撰日本“值得自豪的历

史”，诱导和强迫“作为国民一员的女性”与国家认同的合一，进而排斥“慰安妇”这类“灰暗”素材

进入历史教材。这种做法，有违历史研究的客观主义立场; 与此同时，上野千鹤子亦指出，韩国女性

运动中的“慰安妇”言说，也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指向，她将这种言说归纳为“军队性奴隶”的范

式———凸显出“纯洁少女被欺骗或被暴力绑架，虽然拼死逃亡或选择自杀，均未获成功”的标准化

图像，进而重点打造出“纯洁少女”的受害者形象。上野千鹤子认为，这一范式固然在一定程度上

确认了“女性人权”“性的自我决定权”等女性主义运动理念之成果，但是，它的漏洞也显而易见: 沦

为“慰安妇”的女性，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，她们中有的人在被征募时就有卖淫经验，也有的是陷于

贫穷等经济上的困境，还有的是为了追求储蓄军票等经济利益，这些女性全力谋求生存的做法，是

很难纳入到这一范式之中的。③ 这一范式带来的“政治后果”，是在“纯洁的被害者”和“不纯的被

害者”之间，明确划出一道红线，这种两分法固然清晰明了，但同时也提升了对韩国女性“贞操”“纯

洁”的关注度，并将对朝鲜“慰安妇”的这种人权侵害，纳入到“民族耻辱”的范畴之中。上野千鹤子

总结指出: 通过与日本“慰安妇”进行人为的国籍区分，而打造朝鲜“慰安妇”的“军队性奴隶”范

式，显然为韩国国内反日民族主义的掀起作了铺垫。④

上野千鹤子批判韩国女性运动故意遮蔽“不纯的被害者”形像，注意到这种“慰安妇”言说

存在的某些不完备性。尽管如此，上野千鹤子无视朝鲜半岛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之下这

一特殊背景，也忽略了女性研究不能脱离民族、国家的语境这一基本前提，反而将之简单地归

咎为反日民族主义的总动员，其武断性也显而易见。诚如韩国女性主义研究者任佑卿所指出

的那样: “即便同意女性主义必须超越国族主义的正当性，但它也无法超越民族 /国家这个生存

的现实基础。”⑤

上野千鹤子的这些观点，在朴裕河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。朴裕河强调了以下几点: 第一，

突出“少女”的纯真、纯洁和无辜，这里必然内含着这样一种假设: 我们的社会永远在期待着一个完

美的被害者; 第二，“纯洁少女”形像的打造，是以肯定男性中心法则为前提的，本质上是服从于民

族共同体内部的男权文化机制的评判标准，而这必然矮化了对“慰安妇”问题的认知高度; 第三，朝

鲜“慰安妇”在“纯洁少女”的社会评价转换之中，一方面被视为民族受难的一部分，另一方面又被

按上了“民族之耻”的浓厚烙印，承受着命运的颠簸与折磨; 第四，在“贞操”“纯洁”观念的挤压之

下，朝鲜“慰安妇”个人的具体苦难，尘封在民族主义的记忆黑洞里，被迫保持着痛苦的沉默; 第五，

朝鲜“慰安妇”陷于被剥夺“自主性”的尴尬境地之中，只能通过忘却机制，形成与共同体内部合拍

261

①
②

③
④
⑤

朴裕河『帝国の慰安婦: 植民地支配と記憶の闘い』、106 頁。
上野千鹤子著，何燕侠译:《“记忆”的政治学》，秋山洋子、加纳实纪代编:《战争与性别———日本视角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

版社 2007 年版，第 258—272 页。
上野千鶴子『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ジェンダー』、青土社、1998 年、122—128 頁。
上野千鶴子『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ジェンダー』、130—131 頁。
任佑卿:《殖民地女性与民族 /国家想像》，台北《台湾社会研究季刊》总第 58 期，2005 年 6 月。



朱忆天 王寅申 /“慰安妇”问题与东亚地区的“历史和解”

的民族集体记忆:“消除了性压榨之外的所有体验和记忆……这些‘慰安妇’被剥夺了作为‘记忆’
主人的权利，只剩下他人希望的记忆，这种隶属性显而易见。”与上野千鹤子一样，朴裕河最终将矛

头指向韩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浪潮:“在韩国‘慰安妇’的形象定位为‘少女’，是高效培植、维护韩国

‘被害意识’的无意识的产物而已。”①朴裕河强调，20 世纪 90 年代后，在韩国“民族主义”的叙事框

架之下，“慰安妇”研究着力于寻找“慰安妇”制度化、强迫性、残暴性的证据，以证明加害国的国家

之罪; 同时，集国家与民间之力，全力寻找“慰安妇”制度受害的幸存者，以符号化的“慰安妇”数字

来控诉日军及其政府的殖民罪恶，但当“民族主义”成为“慰安妇”历史叙事的唯一参照系时，留下

的可能只是抽象的民族压迫符号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上野千鹤子只是反对“纯洁的被害者”和“不纯的被害者”之间的人为切割，未

曾推断朝鲜“慰安妇”中“少女”的比例，也不曾有过朝鲜“慰安妇”几乎都不是“少女”这类的论断。
朴裕河显然走得更远，她干脆直接将“纯洁少女”视为韩国女性运动的主观创作，是伪造的“证据”，

进而全面否定“少女”群像的存在。② 朴裕河在韩国国内受到猛烈抨击，这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

原因。

三、“历史和解”的可能性

无论是将朝鲜“慰安妇”定位为“爱国者”，还是致力于解构“纯洁少女”之像，按照朴裕河自己

的说法，她针对“慰安妇”问题的相关研究，其目标一以贯之，便是要超越“帝国”和冷战的负面遗

产，摸索东亚“历史和解”的可能性。③

在《帝国的慰安妇》一书中，朴裕河全面审视吉见义明和秦郁彦在“慰安妇”问题上的激烈交

锋，认为以他们为代表的“左”“右”两派观点极其鲜明，虽各具影响力，但都过于片面和武断: 第一，

双方都只注重“慰安妇”问题的某一侧面，只顾及一点而忽略其他，在这一背景之下，即便是作为

“历史学者”的议论，双方亦无法调和观点的激烈冲突，难以构筑起真正的交流平台; 第二，双方均

没有深刻认识到殖民地本身就带有复杂多变的内在矛盾特性，以及“慰安妇”本身所包含的“纯洁

少女”和“卖淫女性”并存的复合型特征; 第三，双方均未能准确界定“帝国”动员的对象，“慰安

妇”、日军士兵等是否均可纳入其中? 既然受害者的边界不清，那么，如何补偿也就成为悬而难决

的问题; 第四，双方均对“卖淫女性”持有偏见，忽视了这些女性在那个特殊时代并不能掌握自身命

运这一基本事实。
在朴裕河看来，正是“左”“右”双方的激烈拉锯战，才带来了当今这样的混乱局面。为了实现

东亚地区真正的“历史和解”，那就有必要返回原点，重新审视、追问历史现象背后的真实，唯有如

此，思考“慰安妇”问题才是有价值和意义的。在研究方法论上，上野千鹤子为朴裕河提供了一个

重要的观察支点。上野千鹤子曾指出: 历史的存在，既非“事实( Fact) ”亦非“真实( Truth) ”，而仅

仅是从特定视觉出发，依托对问题的追问，实现“现实( Ｒeality) ”的再构筑而已。鉴于此，她提出了

“历史再审 ( Historical Ｒevisionism) ”的独特概念: 所谓历史，就是针对过去的连绵不绝的再构

筑……依托对现存问题的关注，对过去进行“再审”……伴随着时代与观察视角的变化，不断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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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。历史就是反复的改写。① 换言之，历史绝非固定划一的“正史”，而是“多元的现实”，存在着

“各种各样的、多元的历史”。基于这种相对主义立场，上野千鹤子甚至提出，即便是利用公文史料

等正统历史学方法研究“慰安妇”问题，也依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盲点，“公文史料是统治者一方的

记录，那些被压迫‘弱者’一方的现实，是难以从这些史料中发现的”。②

虽然朴裕河并未具体点评这种“历史再审”的研究范式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上野千鹤子强调的

历史“再构筑”、历史“反复改写”，归根到底就是鼓励对现有历史证据的大胆质疑和重新界定，这为

朴裕河重新解读有关“慰安妇”的史料和证言等大开了方便之门。于是，朴裕河再一次将目光聚焦

现存的朝鲜“慰安妇”资料和证言等，并按照自己的研究取向有意识地进行筛选，依托对这些“精

选”文本的新一轮解读，突破所谓“被害者———加害者”二元对立的传统框架，提示出新的“慰安妇”
像: 在改变令人不堪的“丑业妇”形象的同时，赋予朝鲜“慰安妇”“爱国”、积极向上的正面亮点，从

而在某种程度上赢得左翼人士的谅解，进而催生出日韩紧密连带之契机; 与此同时，这种将“慰安

妇”与日军士兵并列的“同志”“伙伴”关系的解读，又为日军及日本政府贴上“免罪符”，这必然又

呼应了日本右翼人士的“历史修正主义”主张。朴裕河自认为超越了民族主义的限界，极为“讨巧”
地照顾了“左”“右”双方各自的立场，当然也放大了在妥协互动之中寻求东亚地区“历史和解”的

可能性。
尽管如此，朴裕河首先是一名比较文学的专业学者，而非接受过严谨史学研究训练的历史

学家，从史料和证言等的细微之处，探寻隐藏在字里行间背后的历史真实，这种“历史再审”的

解读法，如果缺乏严谨科学求真的支撑，很容易陷入解读者自身的主观价值判断之中。朴裕河

从田村泰次郎《春妇传》中记载有“慰安妇”乘坐卡车转移这一细节，就断言这些女性有“迁移

的自由”; 从原朝鲜“慰安妇”证言中留存的在“慰安所”接受过军事训练的记录，就断言其与日

军士兵身处同一个战壕，是一种“同志”“伙伴”关系。③ 这种随意性的发挥，在朴裕河的著述中

比比皆是。朴裕河抨击韩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浪潮，认为在这种“民族主义”的框架之下，“慰安

妇”先前的真实记忆被封杀，她要站出来重新还原这段历史的真实。但是，她的这种“还原”，果

真就是“慰安妇”当年的真实吗? 她的这种自信，究竟又源自于何处? 朴裕河无视历史文脉的

资料引用和解读，显然有损学问的严谨性和严肃性，她构筑的朝鲜“慰安妇”的新形象，与其说

挖掘、还原了当时历史的真实场景，还不如说这只是她心目中的“真实”，是她自己思想创造的

产物。
正因为如此，吉见义明曾尖锐地点评《帝国的慰安妇》一书: 第一，朴裕河对战时构造性的性暴

力缺乏深刻的认识，将法律责任直接推给了朝鲜人卖淫业中介，而非日军及日本政府; 第二，朴裕河

过分片面地强调“慰安妇”的主体性，根本无视这些女性在殖民统治之下无助挣扎的另一面; 第三，

朴裕河描绘的“慰安妇”与日军士兵之间的“同志”“伙伴”关系，也是跳跃式、缺乏逻辑根据的。不

可否认，当时的朝鲜人中确有人认为这场战争是自己的战争，也有人作为特攻队队员为“帝国”战

死，但这些人相对而言隶属于学历较高的知识阶层，而朝鲜“慰安妇”大多是那些贫困的低学历者，

她们首要的任务是求生存，所谓“大东亚战争”的大义名分，对她们而言，只是一种遥远的存在; 第

四，朴裕河虽然利用了相关史料和证言等，但却得出了与事实完全相反的结论，该书作为研究性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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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显然是不合格的。① 从吉见义明的点评中可以看出，朴裕河的这一波“历史和解”之努力，并未

能赢得左翼人士的认可; 而右翼人士虽然赞同朴裕河将朝鲜“慰安妇”纳入“帝国”“协力者”范畴

的主张，但依然担心这种“爱国”形象的打造，亦有可能导致针对日本政府的谢罪和经济赔偿等诉

求。《帝国的慰安妇》一书引发的激烈论争，折射出其理论整合性的缺失，这反而削弱、损害了东亚

地区“历史和解”的基础。

结 语

在《帝国的慰安妇》一书中，朴裕河默认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，打造出新的朝鲜“慰安

妇”群像，在她的笔下，朝鲜“慰安妇”既是被害者，又属于当时“帝国”日本之成员，与日军士兵保持

着“同志”“伙伴”关系，是“帝国”统治体系中具有“爱国志向”的对日“协力者”，在“慰安所”内亦

有产生“爱情”及“和平”的可能性。自 20 世纪 90 年代“慰安妇”问题引起更多关注以来，韩国主流

舆论将从事人身买卖和经营“慰安所”的朝鲜人中介视为对日“协力者”，而朴裕河进一步将朝鲜

“慰安妇”纳入其中，这可谓是一种“突破性”的异质论调。
在此基础之上，朴裕河进一步批判韩国国内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，全力解构朝鲜“慰安妇”=

“纯洁少女”的叙事框架，强调这固然救赎了朝鲜“慰安妇”在男权文化强势背景之下的失贞之耻，

但也必然排除了“少女”以外其他女性的生存故事，从而有损“慰安妇”形象的真实完整性，也难以

真正客观地理解民族主义政治与性别政治之间复杂的相嵌关系。在朴裕河看来，有关“慰安妇”的

历史，很难设定统一的标准来评判，单一化、格式化的研究取向，反而遮蔽了生动真实的历史图像，

只会拨动民族之间仇恨的情感记忆。因此，朴裕河试图超越“帝国”和冷战之既有框架，重塑“慰安

妇”叙事、研究的新体系，以便容纳更多被排除在主流“慰安妇”叙事以外的声音，并重新审视 20 世

纪 90 年代以来韩国“慰安妇”支援团体活动的实质。在完成上述工作后，朴裕河深信，这必然能将

拘泥于坚固的民族主义硬壳之中的日韩关系解放出来，最终跨越民族主义的藩篱，超越“左”“右”
之争，实现东亚地区真正的“历史和解”。朴裕河的这些颇具挑战性的主张，确实也有催人进一步

思考的空间。
尽管如此，朴裕河的“慰安妇”叙事，无视朝鲜“慰安妇”因贫困而沦落风尘等一系列特殊背景，

不去追问阶层、阶级、民族之间的不平等构造，过分强调所谓的“国民”主体性。虽然朴裕河也承认

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之下朝鲜“慰安妇”的牺牲和苦难，并敦促日本政府采取更为积极的对策，

向朝鲜“慰安妇”谢罪和经济赔偿，但这种谢罪和经济赔偿的立脚点，绝非是对战争时期践踏女性

人权暴行的深刻反思，而是针对作为“帝国”一员的朝鲜“慰安妇”“爱国”行为的一种补偿。这种

“爱国”显然是面向日本的“爱国”，它淡化和模糊了日军及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。在朴裕河那里，

“帝国”臣民只有“被害者”而无“加害者”，无形中将“慰安妇”的人生悲剧，归咎为一种个人的悲

剧。并且，朴裕河对韩国国内要求追究加害者责任的行动，一概定性为反日民族主义的陷阱，否定

了“慰安妇”是日军“性奴隶”这样一种社会共识，这带来的必然是对日本殖民主义的肯定和美化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上野千鹤子作为当代日本研究女性解放理论的领军人物，也是朴裕河“慰安

妇”问题研究的引路人。作为战后处理的重要一环，上野千鹤子认识到，解决“慰安妇”问题是实

现东亚地区“历史和解”的一大关节点。上野千鹤子立足于“反思的女性史”，呼唤一种超越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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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2016 年 3 月 28 日吉见义明在东京举办的《帝国的慰安妇》一书研讨会上的发言。另可参照金富子「上野流フェミニズム

社会学の落とし穴———上野ー吉見論争とその後を振り返る———」、『商学論叢』第 58 巻第 5·6 号、2017 年 3 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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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、国境的女性主义，她批评韩国媒体及大众主流叙述只有一种固定的“慰安妇”形象，并将韩国

围绕“慰安妇”问题掀起的国民运动，一概贬之为反日民族主义，这种批判带来的必然结果，便是

对日本战后责任的巧妙回避。与此同时，依托“历史再审”概念，上野千鹤子进一步批判日本左翼

人士所谓的史料中心主义倾向，试图完成与历史实证主义的脱钩，这种价值取向，又在相当程度

上呼应了右翼“历史修正主义”的立场。朴裕河的“慰安妇”问题研究，在思想基础、学术观点和

研究方法上，显然并未突破上野千鹤子思考的既有框架，如果说两者有所不同的话，也只是上野

千鹤子更偏重于理论的提出和阐释，而朴裕河则是拿起接力棒，负责进一步的具体解题。基于

此，上野千鹤子在《追求历史的和解》一书的日文版“解说”中明确表明: “在很多方面赞同朴裕河

的论述。”①两者之间紧密的精神连带，清晰可辨。可以说，朴裕河《帝国的慰安妇》一书，实际上

反映出日本国内在“慰安妇”问题上的一些新动向，加上朴裕河特殊的身份———“慰安妇”制度最

大受害国之一韩国的专业学者，她与韩国主流舆论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观点，更易引发激烈的社会

反响。
《帝国的慰安妇》一书引发的争论，仍在发酵，在貌似客观公正的追求“历史和解”的背后，

时时浮现出朴裕河与日本右翼思想的精神连带，其在韩国国内激发批判狂潮，也是在所难免。
朴裕河倡导的“历史和解”，非但没有实现，反而呈现出更为严重的内在撕裂，这更清晰地表明，

“慰安妇”这一议题交织着殖民统治、民族压迫、军队、性暴力、女性人权等概念的激烈碰撞，凸显

出东亚地区地缘政治和文化交融的复杂性和艰巨性。可以说，东亚地区的“历史和解”之路依旧

漫长。

〔作者朱忆天，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; 王寅申，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

士研究生〕
( 责任编辑: 高莹莹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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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上野千鶴子「あえて火中の栗を拾う」、朴裕河『和解のために———教科書·慰安婦·靖国·独島———』、247 頁。


